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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再估计，比较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可持
续性。研究方法：提出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ＯＳＰ指数法，利用该方法对中国省级数据进行实
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ＴＦＰ增长缓慢，年均增长１．６４％，生产阶段ＴＦＰ的增长
是其主要推动力。各时间段的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都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主要归
因于生产阶段ＴＦＰ差异。通过对８类经济增长模式之间优劣进行单边检验，发现
大多数模式不存在显著性优劣差异。研究创新：将污染排放物的综合利用纳入

ＴＦＰ测算体系，提出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ＯＳＰ指数法，并从生产阶段和环境治理阶段进行
分解，打开了ＴＦＰ增长的黑箱，并比较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可持续性。研究价
值：有利于正确认识ＴＦＰ增长的源泉，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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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
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我国应该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保持了４０年的中高速增长，但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一直备受争议。除生产要
素、资源高投入的增长方式所导致的要素投入难以为继之外，环境污染也是中国经济所面临
的现实问题，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恶化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中
央政府反复强调增长方式的转变，从源头上确保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
平的差异，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目前，有不少地方政府仍
然采取 “高投入、高排放、重治理”“低投入、高排放、高治理”等经济增长模式，试图在
不转变增长方式的前提下，通过增加环境治理投入，缓解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压力，延续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些地方政府通过增加投入来促进产业升级，通过提高投入、降低排
放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等。那么，哪种经济增长模式在现实经济运行中更能保障经济
增长的可持续性？如何构建模型来研究该问题？地方政府所采取的 “高投入、高排放、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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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高投入、高排放、轻治理”等模式在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方面的效果如何？如果效果不
佳，那么导致效果不佳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提高其效果？对上述问题的研究，绕不开生产、
排放和治理，以及可持续性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科学测算。因此，本文将生产、排放和
治理纳入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体系的研究，这既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科学性，又能为更
好地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 （Ｓｏｌｏｗ，１９５７）的观点，不少学者通过

将环境污染纳入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体系，根据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来判断中国经济增长
的可持续性。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有如下几种思路：第一，以环境污染作为投入变量，
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如陈诗一 （２００９）、Ｒａｍａｎａｔｈａｎ （２００５）、Ｌｕ等 （２００６）、Ｍｏｈｔａｄｉ
（１９９６）等，该方法主要将环境污染作为投入变量，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利用ＳＦＡ分析
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分解。尽管该方法能够压缩环境污染这一 “坏”产出，但与实
际生产过程不符 （李平，２０１７）。第二，将环境污染作为 “坏”产出，基于径向、角度的方
向性距离函数，利用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指数法以及改进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
分解。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指数由Ｃｈｕｎｇ等 （１９９７）提出，并用于测算环境全要素生产
率 （ＥＴＦＰ）；Ｆｒｅ等 （２００７）利用该方法测算美国电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国内学者如
岳书敬和刘富华 （２００９）、陈超凡 （２０１６）利用 ＭＬ指数法，对中国工业行业环境全要素生
产率进行测算；杨俊和邵汉华 （２００９）、杨文举 （２０１１）、吴军 （２００９）利用 ＭＬ指数法，
对中国地区工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ＭＬ指数法的改进主要体现在径向、角度的方
向性距离函数的改进上，例如为克服测算结果可能会出现的技术退步问题，Ｏｈ和 Ｈｅｓｈｍａｔｉ
（２０１０）将序列ＤＥＡ的思想引入径向、角度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模型，提出ＳＭＬ指数；

Ｏｈ （２０１０）基于Ｐａｓｔｏｒ和Ｌｏｖｅｌｌ（２００５）的全局ＤＥＡ思想，将其引入径向、角度的方向性
距离函数，提出ＧＭＬ指数。为了克服前沿面上的决策单元效率不能比较的问题，超效率

ＤＥＡ被提出，而后被引入 ＭＬ指数，如胥敬华和杜娟 （２０１６）放松了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
借鉴了超效率方法，对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进行了改进；吴传清和董旭 （２０１６）运用了
超效率模型，构建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指数法，对长江经济带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

ＭＬ指数很好地解决了 “坏”产出是产出而非投入的问题，但是径向、角度方向性距离函数
的角度选取具有一定主观性，而且大多数研究径向和角度的选取都是相同的，而为什么这样
处理相关研究没有给出原因。第三，基于松弛变量的非径向、非角度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来测
算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分解。从理论上来看，径向、角度的ＤＥＡ效率测算无法从根本上解
决投入变量或产出变量的松弛性问题，由此基于松弛程度的非径向、非角度的ＳＢＭ 效率测
度模型被提出 （Ｔｏｎｅ，２００１），而后被Ｆｒｅ等 （２０１３）、Ｆｕｋｕｙａｍａ和 Ｗｅｂｅｒ（２００９）加以
改进。结合Ｃｈａｍｂｅｒｓ等 （１９９６）提出的卢恩伯格生产率指数，ＳＢＭ－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指数法被
广泛应用于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如王兵等 （２０１０）、李政大等 （２０１７）利用该方法
测算中国各省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李兰冰和刘秉镰 （２０１５）将序列ＤＥＡ思想引入该方法，
测算中国区域经济的生态全要素生产率，并从生产要素视角进行分解。第四，基于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Ａ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和分解。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Ａ最初主要用于具有网络结构的经济活动静
态效率测算，建立系统总体效率和各阶段效率之间的联系，进而将传统ＤＥＡ方法的黑箱打
开。如涂正革和谌仁俊 （２０１３）将工业生产过程分为生产和环境治理两个阶段，基于 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ＤＥＡ方法，测算工业环境治理效率和环境技术效率。李静和倪冬雪 （２０１５）利用

ＳＢＭ网络模型和全局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法，测算了工业绿色生产和治理效率以及ＴＦＰ。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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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Ａ方法的效率测算模型，结合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法，李小胜和张焕明 （２０１５）对
中国上市银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上述基于网络ＤＥＡ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和分解方
法无法建立整个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各阶段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联系。尹向飞和段文斌
（２０１７）基于Ｋａｏ （２００９）的网络ＤＥＡ模型，提出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法，建立
整个系统全要素生产率和各阶段效率变化之间的联系，从而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黑箱打
开，但是产出仅仅涉及 “好”产出，未涉及 “坏”产出问题。
通过对上述文献进行梳理，我们发现不管将污染排放作为投入变量的ＳＦＡ方法，还是

将污染作为 “坏”产出的 ＭＬ方法或者ＳＢＭ－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指数法等传统方法，都将整个经济
过程看作一个黑箱，依据最初投入和最终产出来测算决策单元的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从
而无法深入探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基于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Ａ理论的绝大多数研究主要从
静态上关注总体效率和各阶段效率之间的关系，而从动态上关注全要素生产率和各阶段效率
之间联系的研究，目前所见到的仅有尹向飞和段文斌 （２０１７）一篇文献，并且该研究尚未涉
及 “坏”产出问题。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投入产出变量中，极少见到文献将污染物的
综合利用纳入测算体系，而在全球资源日益短缺的今天，提高污染物的综合利用，对于促进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意义重大，因此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时，很有必要将其纳入测算体系。
本文的贡献如下：第一，借鉴Ｆｒｅ等 （２０１３）的研究，将整个经济过程分为生产阶段

和环境治理阶段，建立两阶段经济活动模型。借鉴ＩＳＰ和ＳＢＭ 生产率的思想，提出 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ＩＯＳＰ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Ｓｌａｃｋ－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指数，用于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并
在两个阶段上进行分解，分解为生产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和治理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
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进、各阶段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进。该方法从各阶段对全
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进进行分解，能够打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黑箱，进一
步探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源泉，进而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如果是生产阶段全
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整个经济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我们就应该主要从生产阶
段着手制定政策，促进整个经济系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如果是环境治理阶段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缓慢，那么就应该从环境治理阶段针对性制定政策。一项政策可能促进生产阶段全要
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不利于环境治理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对整个经济系统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在制定政策时，要综合考虑其对不同阶段全要素生产率
的影响。本文在两个阶段上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有利于提高相关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第二，将 “坏”产出的综合利用纳入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体系。不同于以往研究仅仅将
“坏”产出纳入测算体系，本文将 “坏”产出的综合利用同 “坏”产出一起纳入测算体系，
这一方面使得全要素生产率更能贴近现实情况，另一方面可以从理论上为如何推动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提供一条新的思路。第三，本文试图比较 “高投入、高排放、重治理”等不同增长
模式在促进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方面的优劣，能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这对于正处于
艰难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意义尤其重大。如果某种增长模式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方面
优于其他增长模式，那么我们就应该推广这种增长模式；反之，如果某种增长模式劣于其他
增长模式，那么，就很有必要在全国避免该种增长模式。

一、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说明

１．经济活动模型
假定经济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生产阶段，经济活动主体利用资本 （记为Ｋ）

·４７·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８期





和劳动力 （记为Ｌ）两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生产出 “好”产出———国内生产总值 （记为

Ｙ）和 “坏”产出 （记为ｂ）；第二阶段为环境治理阶段，经济活动主体利用第一阶段的
“坏”产出和污染治理资本 （记为ＰＫ）作为投入变量，生产出 “坏”产出的综合利用量
（记为ＰＡ）。第二阶段的产出变量没有使用 “坏产出”的排放量而使用 “坏”产出的综合利
用量，主要是因为在 “坏”产出一定时，“坏”产出的综合利用量越多，其排放量可能就越
少，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考虑一个变量就行了。经济活动模型见图１。

图１　两阶段的经济活动模型

２．效率测算模型的选择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构建，首先涉及效率测算模型的选择问题。效率测算模型主要用到

传统ＤＥＡ测算的距离函数，径向、角度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基于松弛变量的非径向、非角
度的方向性距离函数三种。传统ＤＥＡ模型未涉及 “坏”产出变量，一般是将 “坏”产出变
量当作投入变量进行处理，这和实际生产过程不符，同时如果其作为投入变量，那么只能作
为第一阶段———生产阶段的投入变量，从而导致第二阶段 （环境治理阶段）核心投入变量的
缺失，也就是说传统ＤＥＡ模型可能不适合用于测算含有 “坏”产出的网络结构系统效率。

而径向、角度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可以用于测算含有 “坏”产出的系统效率，但是除了径向、

角度的选择难以避免主观性以外，也较难建立系统总体效率变化和各阶段效率变化之间的直
接联系。因此本文选择基于松弛变量的非径向、非角度的方向性距离函数。非径向、非角
度的方向性距离函数主要有ＳＢＭ模型和ＩＳＰ模型，ＳＢＭ 模型可以同时将投入和产出松弛
程度纳入目标函数，来构建方向性距离函数，但是比ＩＳＰ模型更为复杂；而ＩＳＰ模型仅仅
将投入变量的松弛程度纳入目标函数，来构建方向性距离函数，而未考虑产出变量松弛程
度。为此本文构建的效率测算模型结合了ＳＢＭ 模型和ＩＳＰ模型的优点，将产出松弛程度
纳入ＩＳＰ模型中，提出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ＯＳＰ模型。在测算网络系统的效率时，ＩＳＰ模型和ＳＢＭ
模型目标函数中各阶段的权重都是相同的，即假定对各阶段的重视程度是相同的，这可能
和现实情况存在差距。就目前中国实际情况来看，环境治理固然重要，但是经济增长的重
要性明显排在环境治理之前，因此在构建方向性距离函数时，应该给生产阶段赋予更大权
重，而给环境治理赋予较小权重，这样才更符合现实情况。本文赋予生产阶段的权重为

０．７５，而环境治理阶段的权重为０．２５①。综合上述考虑，本文通过如下方式建立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ＯＳＰ模型。

假设有ｎ个决策单元格，每个决策单元格在Ｔ 个时期存在经济活动，对第ｔ期第ｋ
个决策单元格，在第ｔ期技术水平下，构建如下效率模型度量该决策单元格当期系统效

·５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再估计及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可持续性比较



① 该权重的选取建立在和政府、高校专家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当然也可以对权重进行适当调整。



率：

ＩＯＳＰｔｋ ＝ｍａｘ３４
１
４∑

２

ｉ＝１
βｉ＋

１
４∑

４

ｉ＝３
β（ ）ｉ ＋１４ １

４∑
６

ｉ＝５
βｉ＋

１
２β（ ）７

ｓ．ｔ．

∑
ｎ

ｊ＝１
λｊＬｔｊ≤Ｌｔｋ（１－β１）

∑
ｎ

ｊ＝１
λｊＫｔｊ≤Ｋｔｋ（１－β２）

∑
ｎ

ｊ＝１
λｊＹｔｊ≥Ｙｔｋ（１＋β３）

∑
ｎ

ｊ＝１
λｊｂｔｊ≤ｂｔｋ（１－β４

烍

烌

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ｈａｓｅ

∑
ｎ

ｊ＝１
λｊｂｔｊ≤ｂｔｋ（１－β５）

∑
ｎ

ｊ＝１
λｊＰＫｔｊ≤ＰＫｔｋ（１－β６）

∑
ｎ

ｊ＝１
λｊＰＡｔｊ≥ＰＡｔｋ（１＋β７

烍

烌

烎
）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ｈａｓｅ

λｊ≥０；β１，β２，…，β７ ≥０

ｊ＝１，２，…，

烅

烄

烆 ｎ

（１）

模型 （１）中的第一个到第四个约束条件表示第一阶段———生产阶段的约束条件，这和
已有文献的研究思路和处理方法基本一致。第５个到第７个约束为第二阶段———环境治理阶
段的约束条件，其中第６个、第７个约束与已有文献的处理方法是一致的，但是第５个约束
表明 “坏”产出在环境治理阶段为投入变量，也就是说在环境治理阶段，在技术一定的条件
下，生产阶段的 “坏”产出越多，“坏”产出的综合利用量越大，这也和现实情况相符。在
循环经济中，垃圾也是一种资源，垃圾数量越多，垃圾利用量自然越大。
设模型 （１）中β１，β２，…，β７ 的最优解为β＊１ ，β＊２ ，…，β＊７ ，将其代入模型 （１）的目

标函数，则该函数第一个括号里面的公式表示第一个阶段———生产阶段资源投入量和 “坏”
产出能够下降的程度、“好”产出能够上升的程度，是一个非效率指标，因此本文将其定义
为在第ｔ期技术水平下第ｋ个决策单元格在第ｔ期生产阶段的非效率，具体如下：

ＩＯＳＰＦｔｋ ＝ １４∑
２

ｉ＝１
β＊ｉ ＋

１
４∑

４

ｉ＝３
β＊ｉ （２）

同理可以定义在第ｔ期技术水平下第ｋ个决策单元格在第ｔ期环境治理阶段的非效率，
具体如下：

ＩＯＳＰＳｔｋ ＝ １４∑
６

ｉ＝５
β＊ｉ ＋

１
２β

＊
７ （３）

显然，系统总体非效率和各阶段非效率存在如下关系：

ＩＯＳＰｔｋ ＝ ３４ＩＯＳＰＦ
ｔ
ｋ＋１４ＩＯＳＰＳ

ｔ
ｋ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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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不同时期决策单元效率值具有可比性，本文借鉴Ｏｈ （２０１０）的思想，建立全局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ＯＳＰ模型，具体如下：

ＧＯＩＳＰｔｋ ＝ｍａｘ３４
１
４∑

２

ｉ＝１
βｉ＋

１
４∑

４

ｉ＝３
β（ ）ｉ ＋１４ １

４∑
６

ｉ＝５
βｉ＋

１
２β（ ）７

ｓ．ｔ．

∑
ｎ

ｊ＝１
λｊＬｓｊ≤Ｌｔｋ（１－β１）

∑
ｎ

ｊ＝１
λｊＫｓｊ≤Ｋｔｋ（１－β２）

∑
ｎ

ｊ＝１
λｊＹｓｊ≥Ｙｔｋ（１＋β３）

∑
ｎ

ｊ＝１
λｊｂｓｊ≤ｂｔｋ（１－β４

烍

烌

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ｈａｓｅ

∑
ｎ

ｊ＝１
λｊｂｓｊ≤ｂｔｋ（１－β５）

∑
ｎ

ｊ＝１
λｊＰＫｓｊ≤ＰＫｔｋ（１－β６）

∑
ｎ

ｊ＝１
λｊＰＡｓｊ≥ＰＡｔｋ（１＋β７

烍

烌

烎
）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ｈａｓｅ

λｊ≥０；β１，β２，…β７ ≥０

ｊ＝１，２…ｎ；ｓ＝１，２…

烅

烄

烆 Ｔ

（５）

按照前面的研究思路，我们也可类似地定义各阶段非效率，建立系统总体非效率和各阶
段非效率之间的联系，具体见式 （６）～式 （８）。

ＧＩＯＳＰＦｔｋ ＝ １４∑
２

ｉ＝１
β＊＊
ｉ ＋１４∑

４

ｉ＝３
β＊＊
ｉ （６）

ＧＩＯＳＰＳｔｋ ＝ １４∑
６

ｉ＝５
β＊＊
ｉ ＋１２β

＊＊
７ （７）

ＧＩＯＳＰｔｋ ＝ ３４ＧＩＯＳＰＦ
ｔ
ｋ＋１４ＧＩＯＳＰＳ

ｔ
ｋ （８）

其中β＊＊
１ ，β＊＊

２ ，…，β＊＊
７ 为模型 （５）中变量β１，β２，…，β７ 的最优解，ＧＩＯＳＰＦ

ｔ
ｋ 为以

所有决策单元共同构造前沿面的前提下第ｋ 个决策单元格在第ｔ期生产阶段的非效率，

ＧＩＯＳＰＳｔｋ 为环境治理阶段的非效率，ＧＩＯＳＰｔｋ 为系统的总体非效率。

３．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构建
在效率测算的基础上，构建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根据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法进行测算和分解。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一般用于基于传统意义上的ＤＥＡ模型、

ＳＢＭ模型和角度的、径向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和分解，或者用于总
体效率和分阶段效率具有乘法结构关系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Ａ模型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分解
（尹向飞和段文斌，２０１７），而且该方法一般基于四个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模型。本文利用全
局包络分析法的思路，只有两个方向性距离函数，并且本文所定义的系统总体效率和各阶段

·７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再估计及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可持续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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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之间具有相加结构关系，而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生产率指数法具有基于差分的相加结构优势，
因此本文采用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生产率指数法来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
按照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生产率指数法，结合全局包络分析法的思想，将全要素生产率定义如下：

ＴＦＰＣＨｔ
ｋ ＝ＧＩＯＳＰｔ－１ｋ －ＧＩＯＳＰｔｋ （９）

将式 （８）带入式 （９），可得：

ＴＦＰＣＨｔ
ｋ ＝ ３４

（ＧＩＯＳＰＦｔ－１ｋ －ＧＩＯＳＰＦｔｋ）＋１４
（ＧＩＯＳＰＳｔ－１ｋ －ＧＩＯＳＰＳｔｋ） （１０）

式 （１０）中第一个括号里面的公式表示第一个阶段———生产阶段第ｔ期非效率下降的程
度，因此本文将其定义为生产阶段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ＣＨＦｔｋ），同理可以定义式 （１０）第
二个括号里面的公式为环境治理阶段全要素生产率，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表示为生产阶段
和环境治理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加权平均，相关公式如下：

ＴＦＰＣＨＦｔｋ ＝ＧＩＯＳＰＦｔ－１ｋ －ＧＩＯＳＰＦｔｋ （１１）

ＴＦＰＣＨＳｔｋ ＝ＧＩＯＳＰＳｔ－１ｋ －ＧＩＯＳＰＳｔｋ （１２）

ＴＦＰＣＨｔ
ｋ ＝ ３４ＴＦＰＣＨＦ

ｔ
ｋ＋１４ＴＦＰＣＨＳ

ｔ
ｋ （１３）

按照相关研究，技术效率改进定义如下：

ＥＦＦＣＨｔ
ｋ ＝ＩＯＳＰｔ－１ｋ －ＩＯＳＰｔｋ （１４）

将式 （４）代入式 （１４），可得：

ＥＦＦＣＨｔ
ｋ ＝ ３４

（ＩＯＳＰＦｔ－１ｋ －ＩＯＳＰＦｔｋ）＋１４
（ＩＯＳＰＳｔ－１ｋ －ＩＯＳＰＳｔｋ） （１５）

式 （１５）中第一个括号里面的公式表示第一个阶段———生产阶段以当前技术水平为基础
测算的第ｔ期非效率下降的程度，表示生产阶段从第ｔ－１时期到第ｔ时期决策单元格向前沿
面的追赶程度，因此本文将其定义为生产阶段技术效率改进 （ＥＦＦＣＨＦｔｋ），同理可以定义
式 （１５）第二个括号里面的公式为环境治理阶段技术效率改进，那么经济系统的技术效率改
进可以表示为生产阶段和环境治理阶段技术效率改进的加权平均，相关公式如下：

ＥＦＦＣＨＦｔｋ ＝ＩＯＳＰＦｔ－１ｋ －ＩＯＳＰＦｔｋ （１６）

ＥＦＦＣＨＳｔｋ ＝ＩＯＳＰＳｔ－１ｋ －ＩＯＳＰＳｔｋ （１７）

ＥＦＦＣＨｔ
ｋ ＝ ３４ＥＦＦＣＨＦ

ｔ
ｋ＋１４ＥＦＦＣＨＳ

ｔ
ｋ （１８）

全要素生产率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进之和，那么技术进步ＴＥＣＨｔｋ 等于全要素生产
率减去技术效率改进，即ＴＥＣＨｔｋ＝ＴＦＰＣＨｔｋ－ＥＦＦＣＨｔｋ，将式 （１３）和式 （１８）代入该等
式，得到如下等式：

ＴＥＣＨｔ
ｋ ＝ ３４

（ＴＦＰＣＨＦｔｋ－ＥＦＦＣＨＦｔｋ）＋１４
（ＴＦＰＣＨＳｔｋ－ＥＦＦＣＨＳｔｋ） （１９）

式 （１９）第一个括号里的项表示生产阶段的技术进步 （ＴＥＣＨＦｔｋ），第二个括号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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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表示环境治理阶段的技术进步 （ＴＥＣＨＳｔｋ）。
式 （１）～式 （１９）表明，各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等于对应阶段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

改进之和，因此要提高各阶段的效率，可以从对应阶段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进着手。而
全要素生产率是生产阶段和环境治理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加权平均，可以通过提升两阶段的
技术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４．投入产出变量及其来源
本文实证研究的对象为中国省级全要素生产率，考虑到海南、青海、西藏的数据缺失严

重，因此将其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研究时间段为１９９５～２０１６年，由于重庆市是１９９７年设
立为直辖市，本文将重庆市、四川省１９９７年各变量的占比乘以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年四川省对
应变量数据，对这两个省份的相关指标进行推算①。本文所用到的变量Ｙ 为以１９９５年价格
表示各地区实际ＧＤＰ。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所用到的 “坏”产出为工业固体废弃物
产生量，“坏”产出的综合利用量为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②。资本存量的处理方法同
张军等 （２００４）一致，折旧率也取９．６％，因为张军等 （２００４）是中国资本存量测算的权威
文献，众多学者都借鉴该文献，资本存量也以１９９５年价格表示。如非特别指出，所有数据
来自历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其他指标定义如下。

（１）就业。《中国统计年鉴》仅仅提供２０１０年之前各地区的就业数据，２０１１年以后的数
据不再提供。通过对比２０１０年之前的 《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的就业数据发现，
有些省份相差不大，大多数省份相差较大，有的省份提供的数据甚至比 《中国统计年鉴》高三
分之一左右。考虑到就业数据变化相对平稳，因此本文利用如下公式来推算２０１０年以后各省
份的就业：

Ｌｔｋ ＝ＺＬ
２０１０
ｋ

ＳＬ２０１０ｋ
ＳＬｔｋ （２０）

其中ｔ＝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６，ＺＬ２０１０ｋ 表示 《中国统计年鉴》所提供的２０１０年第ｋ个
省份的就业数据、ＳＬｔｋ 表示各省份统计年鉴所提供的第ｔ年第ｋ个省份的就业数据。

（２）污染治理资本。本文利用固体废弃物治理资本作为污染治理资本的度量。借鉴大多数
学者测算资本存量的做法，本文也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固体废弃物治理资本，计算公式如下：

ＰＫｔ＝ＰＫｔ（１－δ）＋ＰＩｔ （２１）

其中ＰＩｔ为以１９９５年价格表示的固体废弃物治理投资，价格指数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
格指数表示，表示固体废弃物治理资本的折旧率，由于固定废弃物治理资本也是资本，因此
本文取９．６％，期初的固体废弃物治理资本借鉴张军等 （２００４）的方法计算得到。

二、实证研究

１．国家层面
以各省份ＧＤＰ为权重，对各省份的各种效率变化指标求加权平均，作为国家层面各种

效率变化的度量，最终测算结果见表１。通过对表１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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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果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年重庆相关变量数据存在，那么仍然利用该数据，但四川对应的变量数据利用四川的该变量
数据减去重庆的对应数据进行调整。

工业废气、废水的产生量等数据在２０１０年以后国家统计局以及省份统计局就不再提供。



第一，在生产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其中 “九五”期间，技术
进步每年均为正，并且四年维持在３．６％以上，而大多数年份的技术效率改进为负，拖累该
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十五”期间技术进步比 “九五”期间有所下降，但也基本维持
在２．４％以上，是生产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样技术效率改进拖累了该阶段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十一五”期间，技术进步进一步下降，但是技术效率改进明显，这
说明该阶段较多省份存在向前沿面追赶现象；“十二五”期间技术进步较前一个时期有所改
善，但技术效率改进下降十分明显，这说明各省份生产阶段效率呈扩大变化趋势。２００６年
以后，除了２０１５年技术进步较快以外，２００８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对生产阶段的技术进步
影响非常明显，导致该年度技术进步为－２．５％，可能原因在于危机导致中国出口下降，进
而导致很多企业停产甚至倒闭；２００６年以后大多数年份的技术效率改进呈现负增长，从而

表１ 中国生产阶段、环境治理阶段和整个经济系统各种效率变化

年　份
经济系统 生产阶段 环境治理阶段

ＴＦＰＣＨ　 ＴＥＣＨ　 ＥＦＦＣＨ　ＴＦＰＣＨＦ　ＴＥＣＨＦ　ＥＦＦＣＨＦ　ＴＦＰＣＨＳ　ＴＥＣＨＳ　ＥＦＦＣＨＳ

１９９６　 ３．４３　 ３．９２ －０．５０　 ５．６９　 ６．３４ －０．６６ －３．３７ －３．３４ －０．０３
１９９７　 ３．９４　 ４．３８ －０．４４　 ５．１０　 ５．４６ －０．３６　 ０．４６　 １．１６ －０．７０
１９９８　 １．８４　 １．５３　 ０．３１　 １．６８　 １．４８　 ０．２０　 ２．３０　 １．６７　 ０．６３
１９９９　 ４．２０　 ４．８２ －０．６２　 ５．１８　 ６．０３ －０．８６　 １．２７　 １．１８　 ０．０９
２０００　 ２．１０　 ２．７８ －０．６８　 ２．７９　 ３．６５ －０．８６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１４
２００１　 ４．６４　 ２．６７　 １．９７　 ３．７８　 ２．４４　 １．３４　 ７．１９　 ３．３３　 ３．８６
２００２　 １．８４　 ２．８１ －０．９６　 ２．５８　 ３．６６ －１．０７ －０．３７　 ０．２５ －０．６２
２００３　 ２．１３　 １．３４　 ０．７９　 １．９５　 １．１９　 ０．７６　 ２．６９　 １．８０　 ０．８９
２００４　 ２．２６　 ３．２０ －０．９４　 １．８６　 ３．０３ －１．１７　 ３．４９　 ３．７４ －０．２５
２００５　 ２．６２　 ４．６１ －１．９９　 ３．０３　 ５．３１ －２．２７　 １．３８　 ２．５３ －１．１５
２００６　 ２．６４　 １．９７　 ０．６８　 ２．０１　 ０．８２　 １．１９　 ４．５４　 ５．４０ －０．８７
２００７　 １．６６　 ２．１１ －０．４５　 １．５８　 ２．４５ －０．８７　 １．９１　 １．０９　 ０．８２
２００８　 ０．３２ －１．７６　 ２．０８　 ０．３２ －２．１８　 ２．５０　 ０．３２ －０．５０　 ０．８２
２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２２ －０．１９ －０．０３　 １．１１　 ０．７２　 ０．３９
２０１０　 ０．９６　 ０．６８　 ０．２８　 ０．８３　 １．３３ －０．５１　 １．３６ －１．２８　 ２．６４
２０１１ －１．７９ －０．３４ －１．４５ －２．０６ －０．４３ －１．６３ －０．９９ －０．０６ －０．９２
２０１２　 ０．５５ －１．０９　 １．６４　 ０．４７ －１．３２　 １．７９　 ０．８０ －０．４０　 １．２０
２０１３　 ０．９１　 １．６９ －０．７８　 ０．９７　 １．８１ －０．８４　 ０．７２　 １．３１ －０．５８
２０１４ －０．７０　 ０．６６ －１．３６ －０．７６　 ０．９９ －１．７５ －０．５４ －０．３５ －０．１９
２０１５　 ０．５１　 ３．８８ －３．３７　 ０．８８　 ４．９８ －４．１０ －０．６０　 ０．６１ －１．２１
２０１６　 ０．３１　 １．４２ －１．１１　 ０．６０　 ２．１３ －１．５３ －０．５５ －０．６８　 ０．１３
平均值 １．６４　 １．９７ －０．３３　 １．８２　 ２．３３ －０．５１　 １．１０　 ０．８７　 ０．２３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
平均值

３．１０　 ３．４９ －０．３９　 ４．０９　 ４．５９ －０．５０　 ０．１４　 ０．１７ －０．０３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平均值

２．７０　 ２．９３ －０．２３　 ２．６４　 ３．１２ －０．４８　 ２．８８　 ２．３３　 ０．５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平均值

１．１４　 ０．６１　 ０．５３　 ０．９０　 ０．４５　 ０．４６　 １．８５　 １．０９　 ０．７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
平均值

－０．０４　 １．０４ －１．０７　 ０．０２　 １．３６ －１．３４ －０．１９　 ０．０７ －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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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该段时间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变化趋势。“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和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
生产阶段的技术进步平均值分别为４．５９％、３．１２％、０．４５％和１．３６％，技术效率改进分别
为－０．５０％、－０．４８％、０．４６％ 和 －１．３４％，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 ４．０９％、２．６４％、

０．９０％和０．０２％。只有 “十二五”期间生产阶段技术效率改进超过技术进步，成为推动全
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动力，其他时间段技术效率改进拖累了生产阶段效率的提升。
第二，在环境治理阶段，按照技术进步的变化趋势，可以将整个时间段分为三个时间

段，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为第一个时间段，在此时间段除了技术进步在１９９６年下降３．３４％以外，
其余年份基本上呈低幅增长趋势，而技术效率改进为正和为负的年份大致相同，并且下降幅
度基本上小于技术进步增长幅度，从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上为正，该时间段的平均技术
进步、技术效率改进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０．１７％、－０．０３％和０．１４％。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为
第二个时间段，在该时间段，所有年份环境治理阶段的技术进步为正，技术效率改进为正和
为负的年份大致相同，从而导致绝大多数年份的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平均技术进步、技术效
率改进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２．９７％、２．５９％和０．３８％。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为第三个时间段，
环境治理阶段的平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改进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０．０７％、０．２５％和

０．１８％。中国环境政策改革对环境治理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十分明显，２０００年之前，
我国环境政策主要以末端治理和分散治理为主，从而导致治理效率低下；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

２０世纪末所制定的以全过程治理和集中治理为主的环境政策逐步显示出成效，并且这阶段
系列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循环经济试点工作的推广，环境评价、绿色ＧＤＰ核算、
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等政策的制定，多方面加强环境约束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
响，提升了环境治理阶段效率。２００８年以后，尽管我国出台了多部环保法规，但是主要以
预防为主，从源头上降低污染，而在发展循环经济等方面基本上没有颁布新的法律法规，因
此对环境治理阶段效率的影响不明显。
第三，从整个系统效率来看，２００７年之前，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这主要

来源于技术进步，２００７年以后呈现低幅增长变化趋势。绝大多数年份技术进步为正，而技术
效率改进为负。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四个时间段的
技术进步分别为３．４９％、２．９３％、０．６１％和１．０４％，技术效率改进分别为－０．３９％、

－０．２３％、０．５３％和－１．０７％，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３．１％、２．７％、１．１４％和－０．０４％。全要
素生产率年均增长１．６４％，而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进分别增长１．９７％和－０．３３％。
图２反映各个时间段生产阶段和环境治理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全要素生

产率的贡献，各阶段技术进步对整个经济系统技术进步的贡献以及各阶段技术效率改进对整
个经济系统技术效率改进的贡献。从图２可以看出，除了第四个时间段环境治理阶段全要素
生产率对整个经济系统全要素生产率起主要作用以外，其他三个时间段以及整个时间段都是
生产阶段全要素生产率起主要作用。对于技术效率改进，四个时间段都是生产阶段技术效率
改进起着主要作用，其贡献率都在６４％以上，而环境治理阶段技术效率改进在第二个时间
段起负的作用，在其他时间段起正作用，但贡献率都在３６％以下。

２．地区层面
按照地理位置，将２８个省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其中北京、天津、河北、

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属于东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
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属于中部地区；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
宁夏和新疆属于西部地区。以各省份ＧＤＰ为权重，对相关效率指标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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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生产阶段和环境治理阶段效率变化对整个经济系统效率变化的贡献

地区效率指标，具体见表２，从表２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从技术进步来看，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东部地区在生产阶段和环境治

理阶段都高于中西部地区，从而导致整个经济系统的技术进步高于中西部地区。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生产阶段技术进步高于中、西部地区，但环境治理阶段低于中、西部地区，从而导致系统
的技术进步低于中部地区，但高于西部地区。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三个地区生产阶段技术进步缓
慢，西部地区环境治理阶段技术进步较快，使得这个时间段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最快；中部地
区环境治理阶段技术进步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技术进步最慢。从整个时间段来看，东部地
区两个阶段技术进步都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排第二，西部最低。所有地区在所有时间段
的生产阶段技术进步都为正，在环境治理阶段少数为负，使得所有地区的技术进步为正。
其次，从技术效率改进来看，东部地区在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三个时间段两个阶段的技术效率改进都为负，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为正，但是在整个时间段
为负，从而导致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以及整个时间段的系统技
术效率改进都为负，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为正。西部地区环境治理阶段的技术效率改进在所有
时间段都为正，这说明西部地区在环境治理阶段存在向前沿面的追赶；但在生产阶段存在三
个时间段远离前沿面的情况，因此导致经济系统的技术效率改进仅仅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为正，
在其他三个时间阶段和整个时间段为负。中部地区在环境治理阶段只有１个时间段为负，但
在生产阶段技术效率改进只有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为正，使得经济系统的技术效率改进在这个
时间段为正。
最后，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东部地区在所有时间段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大于０，这说明

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是上升的，从经济活动的阶段来看，所有时间段全要素生产率都得
益于生产阶段和环境治理阶段两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进的
分解来看，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这主要得益于东部地区的技术进
步，尤其是生产阶段的技术进步，而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改进。中西部地
区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生产阶段和环境治理阶段全要素生产率都为负，导致经济系统的全要素
生产率为负；在其他时间段生产阶段和环境治理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上都为正，从而导致
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为正；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进的分解来看，这主要得益于技术进
步。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在所有时间段都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生产阶段的全要

·２８·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８期





素生产率是主要原因；中部地区生产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排第二，西部排最后，除了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中部地区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略低于西部地区以外，其他三个时间段都高于
西部地区；这说明就经济增长质量而言，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差。

表２ 东中西部地区各种效率变化

效率指标 地区 １９９６～２０１６年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

ＴＦＰＣＨ

东部地区 １．９２　 ３．７５　 ２．６１　 １．２０　 ０．４２

中部地区 １．３８　 ２．２０　 ２．９３　 １．１０ －０．３８

西部地区 １．１３　 ２．３０　 ２．６６　 ０．９９ －１．００

ＴＦＰＣＨＦ

东部地区 ２．２６　 ４．６０　 ２．９９　 １．２４　 ０．５６

中部地区 １．５１　 ３．４８　 ２．６６　 ０．６２ －０．３６

西部地区 ０．８１　 ３．３４　 １．３５　 ０．１０ －１．１８

ＴＦＰＣＨＳ

东部地区 ０．９０　 １．２２　 １．４５　 １．０７　 ０．０２

中部地区 ０．９８ －１．６１　 ３．７４　 ２．５３ －０．４４

西部地区 ２．１１ －０．８２　 ６．５８　 ３．６７ －０．４８

ＴＥＣＨ

东部地区 ２．２２　 ４．１９　 ３．１６　 ０．４０　 １．３０

中部地区 １．９１　 ２．４０　 ３．５８　 ０．６５　 １．１８

西部地区 １．２５　 ２．７７　 １．１１　 １．３１　 ０．０７

ＴＥＣＨＦ

东部地区 ２．６３　 ５．００　 ３．６６　 ０．４１　 １．６４

中部地区 ２．３２　 ３．８９　 ３．５８　 ０．３６　 １．５８

西部地区 １．３９　 ４．２７　 ０．５４　 ０．７０　 ０．２５

ＴＥＣＨＳ

东部地区 ０．９８　 １．７４　 １．６７　 ０．３６　 ０．３１

中部地区 ０．７０ －２．１０　 ３．５９　 １．５１ －０．０４

西部地区 ０．８６ －１．７３　 ２．７９　 ３．１４ －０．４９

ＥＦＦＣＨ

东部地区 －０．３０ －０．４３ －０．５６　 ０．８０ －０．８８

中部地区 －０．５４ －０．１９ －０．６５　 ０．４５ －１．５５

西部地区 －０．１２ －０．４８　 １．５５ －０．３２ －１．０７

ＥＦＦＣＨＦ

东部地区 －０．３７ －０．４０ －０．６７　 ０．８３ －１．０８

中部地区 －０．８１ －０．４２ －０．９２　 ０．２７ －１．９４

西部地区 －０．５８ －０．９４　 ０．８１ －０．６０ －１．４３

ＥＦＦＣＨＳ

东部地区 －０．０９ －０．５２ －０．２１　 ０．７１ －０．２９

中部地区 ０．２８　 ０．４８　 ０．１５　 １．０２ －０．４０

西部地区 １．２５　 ０．９１　 ３．７８　 ０．５３　 ０．０１

３．省级层面
表３汇报了各省份的各种效率变化的平均值，从表３可以得出如下结论：（１）存在８个

省份环境治理阶段的技术效率改进为负，１９个省份在生产阶段为负，１８个省份整个经济系
统的技术效率改进为负。（２）所有省份生产阶段技术进步为正，只有吉林、河南、新疆、广
西等省份的环境治理阶段技术进步为负，并且这４个省份生产阶段技术进步增长幅度高于环
境治理阶段技术进步下降幅度，因此所有省份经济系统的技术进步为正。（３）得益于技术进
步以及各阶段的技术进步，使得大多数省份各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呈

·３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再估计及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可持续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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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各省份各阶段和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进

省　份 ＴＦＰＣＨ　ＴＦＰＣＨＦ　ＴＦＰＣＨＳ　 ＴＥＣＨ　 ＴＥＣＨＦ　 ＴＥＣＨＳ　 ＥＦＦＣＨ　ＥＦＦＣＨＦ　ＥＦＦＣＨＳ

北京 ２．７７　 ３．３２　 １．１０　 ２．３９　 ２．９７　 ０．６６　 ０．３８　 ０．３６　 ０．４４

天津 １．８９　 ２．３８　 ０．４４　 １．８９　 ２．３８　 ０．４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河北 ２．１４　 ２．７４　 ０．３２　 ２．１４　 ２．７４　 ０．３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山西 ２．５７　 ２．５４　 ２．６７　 ２．５８　 ２．５４　 ２．６８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内蒙古 ２．４８　 ２．３９　 ２．７６　 １．１６　 １．２６　 ０．８８　 １．３２　 １．１３　 １．８８

辽宁 １．６２　 １．６０　 １．６７　 ２．１５　 ２．２２　 １．９４ －０．５３ －０．６２ －０．２７

吉林 ０．６６　 ０．９５ －０．１８　 １．０４　 １．６２ －０．６９ －０．３８ －０．６７　 ０．５１

黑龙江 ０．４９　 ０．６１　 ０．１２　 １．１８　 １．５１　 ０．２０ －０．７０ －０．９０ －０．０８

上海 ２．５７　 ３．２１　 ０．６６　 ２．５７　 ３．２１　 ０．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江苏 １．６３　 １．８７　 ０．９１　 １．６３　 １．８７　 ０．９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浙江 ２．１９　 ２．６７　 ０．７８　 ２．９０　 ３．６１　 ０．７９ －０．７１ －０．９４ －０．０１

安徽 １．２５　 １．４４　 ０．６９　 １．２３　 １．４１　 ０．６６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福建 １．８６　 ２．１５　 ０．９６　 ３．３１　 ３．７８　 １．９０ －１．４６ －１．６３ －０．９４

江西 １．９８　 １．３２　 ３．９４　 ３．１４　 ２．７５　 ４．３４ －１．１７ －１．４２ －０．４０

山东 １．４１　 １．６１　 ０．８３　 １．７４　 ２．０１　 ０．９１ －０．３２ －０．４０ －０．０８

河南 １．６６　 １．９１　 ０．９１　 １．８８　 ２．６８ －０．５５ －０．２１ －０．７７　 １．４７

湖北 １．８３　 ２．３９　 ０．１３　 ２．７０　 ３．５６　 ０．１１ －０．８７ －１．１６　 ０．０２

湖南 ０．７４　 ０．６５　 １．００　 １．７７　 １．９５　 １．２２ －１．０３ －１．３０ －０．２２

广东 ２．１０　 ２．４３　 １．０８　 ２．３４　 ２．７５　 １．１１ －０．２４ －０．３２ －０．０２

广西 ０．０６ －０．１２　 ０．６１　 ０．９９　 １．４１ －０．２６ －０．９３ －１．５３　 ０．８８

重庆 ０．４１　 ０．２７　 ０．８４　 １．０７　 １．３３　 ０．２９ －０．６５ －１．０５　 ０．５５

四川 ０．５３　 ０．４４　 ０．８０　 １．２９　 １．５５　 ０．５２ －０．７６ －１．１１　 ０．２８

贵州 ０．０９ －０．６１　 ２．１８　 １．３０　 １．３２　 １．２６ －１．２１ －１．９３　 ０．９２

云南 １．０１　 ０．１７　 ３．５１　 １．３９　 １．１４　 ２．１４ －０．３８ －０．９７　 １．３８

陕西 ３．０６　 ２．００　 ６．２４　 １．３０　 ０．８２　 ２．７５　 １．７６　 １．１８　 ３．４９

甘肃 ０．４７ －０．０１　 １．９０　 １．６９　 １．８５　 １．２２ －１．２３ －１．８６　 ０．６７

宁夏 ０．５３　 ０．１９　 １．５２　 ０．５４　 ０．３０　 １．２３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２９

新疆 ２．６５　 ２．９８　 １．６６　 １．６６　 ２．３８ －０．５１　 ０．９９　 ０．６０　 ２．１７

现正增长变化趋势。（４）生产阶段技术进步最快的五个省份分别为福建、浙江、湖北、上海
和北京，技术进步年均增长３．７８％、３．６１％、３．５６％、３．２１％和２．９７％，最慢的五个省份
全是西部省份，分别为宁夏、陕西、云南、内蒙古和贵州，增长率分别为０．３％、０．８２％、

１．１４％、１．２６％和１．３２％。环境治理阶段技术进步最快的省份分别为江西、陕西、山西、

云南和辽宁，增长率分别为４．３４％、２．７５％、２．６８％、２．１４％和１．９４％，最慢的省份分别
为吉林、河南、新疆、广西和湖北，增长率分别为－０．６９％、－０．５５％、－０．５１％、－０．２６％
和０．１１％；在两阶段技术进步共同作用下，经济系统技术进步最快的５个省份分别为福建、

江西、浙江、湖北和山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３．３１％、３．１４％、２．９０％、２．７％和２．５８％；

最慢的５个省份分别为宁夏、广西、重庆、陕西和黑龙江，增长率分别为０．５４％、０．９９％、

１．０４％、１．０７％和１．１６％。（５）生产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５个省份分别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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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疆、河北和浙江，增长率分别为３．３２％、３．２１％、２．９８％、２．７４％和２．６７％；最
慢的５个省份全部是西部省份，分别为贵州、广西、甘肃、云南和宁夏。环境治理阶段全要
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５个省份分别为陕西、江西、云南、内蒙古和山西，最慢的５个省份分
别为吉林、黑龙江、湖北、河北和天津。从系统全要素生产率来看，陕西、山西和内蒙古由
于其环境治理阶段和生产阶段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高增长，使得其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别
排第一、第四和第六；而北京、新疆和上海尽管其环境治理阶段全要素生产率不高，但生产
阶段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使得这些省份的系统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排列为第二、第三和第五。
系统全要素生产率最低的五个省份主要是西部省份，分别为广西、贵州、重庆、甘肃和黑龙
江。（６）所有效率指标实现非负增长的省份有８个，分别为陕西、内蒙古、北京、上海、天
津、江苏、河北和安徽，说明绝大多数省份没有坚持经济与环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存在重经济增长、轻环境的现象。

三、不同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比较分析

１．相关概念的界定
转变增长方式一直是中国政府所关注的问题，不管是过去提到的从 “高投入、高排放、

低产出”的粗放型扩张经济增长方式向 “低投入、低排放、高产出”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还是现在提出的质量型增长方式，投入、产出、排放以及环境的治理始终是绕不开的
话题。相关文献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对高投入、高排放等定义没有明确的界定。
高投入等概念一方面可以从绝对量上来理解，根据生产要素投入量、污染的排放量的多

少来界定，这种界定存在一定问题，因为在技术水平一定情况下，生产要素投入量、污染排
放量和总产出存在直接关系，总产出越大，则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投入越高，污染排放量越
多。美国属于低投入、低排放型国家，但其投入和污染排放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对应的
发展中国家属于高投入、高排放型国家。因此，本文对高投入、高排放相关概念建立在生产
要素与产出比和污染排放强度的基础上。
生产要素投入主要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考虑到劳动力增长速度缓慢，１９９５～２０１６年，

中国的劳动力年均增长率大约为０．６２％，而资本存量增长较快，因此在衡量某个省份是高
投入型还是低投入型省份时，本文考虑固定资产投入。本文投入类型是根据固定资产投资和
产出比而非资本产出比进行界定，主要原因在于期初资本存量对资本产出比影响较大，而且
期初资本的确定建立在一定假设基础上，不能避免主观性。资本存量一般根据永续盘存法进
行测算，永续盘存法首先在一定假定的基础上测算期初资本存量，然后按照折旧以及固定资
产投资等指标测算资本存量，而期初资本存量对资本产出比影响非常大，而且影响非常久，
按照１０％的折旧，１０年后期初资本存量还存在３５％左右，２０年后还存在１２％左右。而使
用固定资产投资，首先，数据的精确度能够得到保障；其次，固定资产投资不但属于资本存
量的一部分，还直接形成当年的 ＧＤＰ。按照各省份的平均固定资产投资产出比进行排序，
最高的１４个省份被划分为高投入类型，其他的１４个省份被划分为低投入类型。
我国很多环保政策的制定均与排放强度相关，如国家环境保护 “十二五”规划中两处提

到降低排放强度，２０１６年制定的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四处提到降低排放强度，
所以，我们基于排放强度来定义是否属于高排放。本文利用各省份污染排放强度平均值为基
础，按照平均排放强度进行排序，最高的１４个省份被划分为高排放类型，其他的１４个省份
被划分为低排放类型。

·５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再估计及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可持续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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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类型的分类问题，主要根据平均治理强度———各省份固体废弃物治理投资和对应省
份ＧＤＰ之比的平均值来进行分类，按照平均治理强度进行排序，最高的１４个省份被划分为
重治理类型，其他的１４个省份被划分为轻治理类型。
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那么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地区，经济

增长的可持续性越强，否则越弱。因此，本文按照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值对各省份经
济增长可持续性进行排序。

２．经济增长模式与可持续性的初步分析
首先，利用上述模型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将所有省份分为８种类型 （见表４），

其中：第一种属于 “低投入、低排放、轻治理”的省份，有北京、上海、湖南、浙江、天
津、江苏和广东；第二种属于 “低投入、低排放、重治理”的省份，有黑龙江、福建、河南
和山东；第三种属于 “低投入、高排放、轻治理”的省份，有广西和辽宁；第四种属于 “低
投入、高排放、重治理”的省份，有四川；第五种属于 “高投入和低排放、轻治理”的省
份，有重庆；第六种属于 “高投入、低排放、重治理”的省份，有湖北、吉林；第七种属于
“高投入、高排放、轻治理”的省份，有陕西、河北、江西和安徽；第八种属于 “高投入、
高排放、重治理”的省份，即其他省份。
其次，通过对８类省份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排名进行分析，发现在低投入、低排放型省

份中，轻治理型省份的可持续性排名普遍高于重治理型省份。对于低投入、轻治理型的省
份，大多数低排放型省份高于高排放型省份。对于高投入、低排放型省份，大多数重治理型
省份高于低治理型省份，而其他类型省份之间可持续性排名尚不能得出较为明确的结论。

表４ 污染类型、投入和排放类型以及可持续性分析

省　份 ＴＦＰＣＨ　 Ｉ／Ｙ　 ｂ／Ｙ　 ＰＩ／Ｙ 可持续性排名 经济增长模式或者类型

北京 ２．７７　 ０．５１　 ０．３２　 ０．４５　 ２ 低投入、低排放、轻治理

上海 ２．５７　 ０．３９　 ０．２６　 ０．５７　 ５ 低投入、低排放、轻治理

浙江 ２．１９　 ０．５１　 ０．２２　 ０．３４　 ７ 低投入、低排放、轻治理

广东 ２．１０　 ０．３４　 ０．１７　 ０．６１　 ９ 低投入、低排放、轻治理

天津 １．８９　 ０．５４　 ０．３０　 ０．８５　 １１ 低投入、低排放、轻治理

江苏 １．６３　 ０．４５　 ０．３４　 ０．４３　 １５ 低投入、低排放、轻治理

湖南 ０．７４　 ０．４５　 ０．６２　 ０．７２　 ２０ 低投入、低排放、轻治理

福建 １．８６　 ０．４７　 ０．５４　 １．２０　 １２ 低投入、低排放、重治理

河南 １．６６　 ０．５３　 ０．７６　 ０．９７　 １４ 低投入、低排放、重治理

山东 １．４１　 ０．４６　 ０．６２　 １．７１　 １７ 低投入、低排放、重治理

黑龙江 ０．４９　 ０．３７　 ０．８０　 ０．９７　 ２４ 低投入、低排放、重治理

辽宁 １．６２　 ０．５２　 １．６７　 ０．９１　 １６ 低投入、高排放、轻治理

广西 ０．０６　 ０．５３　 ０．９１　 ０．９０　 ２８ 低投入、高排放、轻治理

四川 ０．５３　 ０．５２　 ０．９９　 １．００　 ２２ 低投入、高排放、重治理

重庆 ０．４１　 ０．６１　 ０．６４　 ０．７５　 ２６ 高投入、低排放、轻治理

湖北 １．８３　 ０．５５　 ０．６８　 １．０５　 １３ 高投入、低排放、重治理

吉林 ０．６６　 ０．５６　 ０．８３　 １．１１　 ２１ 高投入、低排放、重治理

陕西 ３．０６　 ０．５７　 １．３３　 ０．６２　 １ 高投入、高排放、轻治理

·６８·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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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省　份 ＴＦＰＣＨ　 Ｉ／Ｙ　 ｂ／Ｙ　 ＰＩ／Ｙ 可持续性排名 经济增长模式或者类型

河北 ２．１４　 ０．５７　 １．８８　 ０．４８　 ８ 高投入、高排放、轻治理

江西 １．９８　 ０．６２　 ２．０９　 ０．５６　 １０ 高投入、高排放、轻治理

安徽 １．２５　 ０．５９　 １．０３　 ０．５２　 １８ 高投入、高排放、轻治理

新疆 ２．６５　 ０．６５　 １．０２　 １．１２　 ３ 高投入、高排放、重治理

山西 ２．５７　 ０．５７　 ３．８２　 ２．８３　 ４ 高投入、高排放、重治理

内蒙古 ２．４８　 ０．５７　 ２．２０　 １．２４　 ６ 高投入、高排放、重治理

云南 １．０１　 ０．５５　 １．８３　 １．５９　 １９ 高投入、高排放、重治理

宁夏 ０．５３　 ０．８３　 ２．１１　 ２．８６　 ２３ 高投入、高排放、重治理

甘肃 ０．４７　 ０．６５　 １．７７　 ２．８３　 ２５ 高投入、高排放、重治理

贵州 ０．０９　 ０．７０　 ２．５２　 ２．９６　 ２７ 高投入、高排放、重治理

３．各种经济增长模式可持续性的比较研究
利用各省份的ＧＤＰ对各种经济增长模式的ＴＦＰＣＨ进行加权平均，得到１９９６～２０１６年

各种模式的平均ＴＦＰＣＨ，具体见表５。从表５可以看出，“高投入、高排放、轻治理”模式
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最高，“低投入、低排放、轻治理”模式排第二，最低的两种模式分别
为 “低投入、高排放、重治理”和 “高投入、低排放、轻治理”模式。

表５ 各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全要素生产率

年　份

模式１ 模式２ 模式３ 模式４ 模式５ 模式６ 模式７ 模式８

低投入、

低排放、

轻治理

低投入、

低排放、

重治理

低投入、

高排放、

轻治理

低投入、

高排放、

重治理

高投入、

低排放、

轻治理

高投入、

低排放、

重治理

高投入、

高排放、

轻治理

高投入、

高排放、

重治理

１９９６　 ３．７６　 １．７８　 １．２２　 ３．９３　 ３．９６　 ３．６８　 ４．０３　 ６．３５

１９９７　 ４．８８　 ３．８１　 ５．１０　 ３．０２　 ２．８５　 ３．２８　 １．７５　 ３．４２

１９９８　 ３．４３　 ２．９１　 ４．４６　 １．０４ －４．５０　 ２．８５ －１．４２ －３．９７

１９９９　 ５．０５　 ３．６８　 ２．４１ －２．７４ －０．３４　 １．７０　 ５．６１　 ６．９１

２０００　 ３．９４　 ０．５９ －０．２８　 １．２２　 ２．７６　 ０．２２　 ０．２８　 ３．６１

２００１　 １．４５　 ５．６２　 ２．４８　 ５．１５　 ８．５７　 ４．６９　 １１．９９　 ７．０１

２００２　 １．４０　 ３．４７　 ７．３８　 ０．８８　 １．５７　 ０．５３ －０．７８　 ０．６４

２００３　 ２．２３　 ２．１６ －１．７７　 ０．３７ －０．１２　 ３．３２　 ３．６２　 ３．０２

２００４　 ３．３１　 １．５０　 ０．６０　 ４．９１　 ０．５９　 ０．６５　 ０．９５　 ２．４９

２００５　 ２．８６　 ４．５５　 １．０８　 ０．４３ －０．５９　 １．３８　 ０．７７　 ２．８９

２００６　 ５．４２ －１．２２ －１．１５ －１．５７ －０．５２　 ０．７５　 ６．５０　 ０．７５

２００７　 ０．９２　 １．２６　 ３．３０ －０．６０　 ０．８４　 ３．４５　 １．１４　 ５．６３

２００８　 ０．２５ －３．２５　 １．７５　 ３．９１　 ０．５３ －１．２９　 ３．１９　 ３．４７

２００９ －２．０１　 ３．４５　 ０．７０ －３．４９　 ０．２０ －０．３０　 ４．７７ －２．９７

２０１０　 ０．９５　 ０．０１ －１．４７ －０．５０ －０．０５　 ３．２１　 １．５２　 ３．９６

２０１１ －１．８８ －５．２３ －２．４６ －２．０６ －２．５４ －１．０５　 ０．７６　 ３．７０

·７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再估计及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可持续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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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年　份

模式１ 模式２ 模式３ 模式４ 模式５ 模式６ 模式７ 模式８

低投入、

低排放、

轻治理

低投入、

低排放、

重治理

低投入、

高排放、

轻治理

低投入、

高排放、

重治理

高投入、

低排放、

轻治理

高投入、

低排放、

重治理

高投入、

高排放、

轻治理

高投入、

高排放、

重治理

２０１２ －０．５７　 ４．２７　 ３．５０ －０．１５　 ０．９０ －０．９２ －０．６９ －２．６９

２０１３　 １．３８ －０．９１　 ０．８１ －２．０１　 １．１９　 ３．３７　 ０．８５　 ３．０５

２０１４　 ０．８７ －３．６４　 ２．４０　 １．９１ －１．５７ －１．８４ －１．７４ －２．０７

２０１５　 ２．８５　 ２．６２ －７．５６ －０．２３ －１．０３ －５．６４　 ３．８６ －７．９７

２０１６　 ０．５３　 ２．３５ －０．２６ －２．２９ －３．９９　 ７．８６ －４．２８ －１．６９

平均值 １．９５　 １．４２　 １．０６　 ０．５３　 ０．４１　 １．４２　 ２．０３　 １．６９

　　当然，平均值的高低并不能说明各种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劣，需要更进一步从统计上进行
检验。根据表５的数据，本文从中任取选择两种模式，进行成对ｔ检验，检验结果见表６①。
在５％的检验水平下，临界值为１．７２４７２或者－１．７２４７２，通过表６中的ｔ统计量和临界值进
行比较，发现低投入、低排放、轻治理模式显著地优于低投入、高排放、重治理模式和高投
入、低排放、轻治理模式；低投入、高排放、重治理模式和高投入、低排放、轻治理模式显
著地劣于高投入、高排放、轻治理模式；高投入、低排放、轻治理模式显著地劣于高投入、
高排放、重治理模式。其他模式之间比较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表６ 各种经济增长模式检验

模式比较 ｔ统计量 模式比较 ｔ统计量 模式比较 ｔ统计量 模式比较 ｔ统计量

模式１～模式２　 ０．７９ 模式２～模式３　 ０．４６ 模式３～模式５　 ０．８１ 模式４～模式８ －１．３１

模式１～模式３　 １．１１ 模式２～模式４　 １．１１ 模式３～模式６ －０．４８ 模式５～模式６ －１．２６

模式１～模式４　２．３１＊＊ 模式２～模式５　 １．４１ 模式３～模式７ －０．８８ 模式５～模式７ －２．７３＊＊

模式１～模式５　２．１８＊＊ 模式２～模式６ －０．０１ 模式３～模式８ －０．６７ 模式５～模式８ －１．７６＊＊

模式１～模式６　 ０．７３ 模式２～模式７ －０．７１ 模式４～模式５　 ０．２１ 模式６～模式７ －０．６１

模式１～模式７ －０．１０ 模式２～模式８ －０．２５ 模式４～模式６ －１．０８ 模式６～模式８ －０．３４

模式１～模式８　 ０．２９ 模式３～模式４　 ０．７０ 模式４～模式７ －１．７８＊＊ 模式７～模式８　 ０．３８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针对宏观经济活动具有生产过程和环境治理过程不同阶段的特点，提出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ＯＳＰ指数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
研究表明：（１）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年均增长１．６４％，其主要推动力来源于

技术进步以及生产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环境治理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较小，因此，如
何提高环境治理阶段的效率是中国政府应该关注的问题。（２）各时间段的东部全要素生产率
均高于中西部地区，主要归因于在生产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中西部地区，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西部地区环境治理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超过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超过东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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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比较不同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劣，因此使用单边检验。



区，但在其他两个时间段，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均低于东部地区。在技术进步和生产阶段，
全要素生产率在大多数时间段都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要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
差距，应该从提升中西部地区生产阶段效率着手。（３）从平均数来看，所有省份全要素生产
率都呈现正增长，主要归因于生产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以及技术进步；绝大多数省市的
技术进步为正，主要归因于生产阶段技术进步。所有效率指标实现正增长的省份有八个，分
别为陕西、内蒙古、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河北和安徽，说明其他的绝大多数省份没有
坚持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两手抓、两手硬，存在重经济增长、轻环境治理的现象。（４）依照
固定资本投资强度、排放强度和治理投资强度，将所有省份的经济增长模式分为８种类型，
通过单边检验发现：“低投入、低排放、轻治理”模式显著地优于 “低投入、高排放、重治
理”模式和 “高投入、低排放、轻治理”模式；“高投入、高排放、轻治理”模式优于 “低
投入、高排放、重治理”模式和 “高投入、低排放、轻治理”模式；“高投入、高排放、重
治理”模式优于 “高投入、低排放、轻治理”模式，而其他模式之间的比较没有统计意义上
的显著性。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到如下启示： （１）从提高生产阶段和环境治理阶段两个方面着

手，增加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从本文的测算结果来看，不管是生产阶段，还是环境治
理阶段，中国各省份都存在低效率的问题，全要素生产率尚未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
力，大多数省份在处理两阶段的效率时，没有做到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
要硬。（２）中国很多省份存在重经济增长、轻环境治理的现象，也存在表面上重视环境治理
投入，但实际上并没有重视环境治理效率的现象。有不少省份在生产阶段和环境治理阶段都
存在重投入、轻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和环境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不利于在环境问题突
出现状下增加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环境治理，都应该转变
方式和注重效率。（３）从总体上看，除少数几种经济增长模式可能不利于或有利于经济增长
的可持续性以外，其他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明显优劣之分，重投入并不一定导致低效率，高
排放、轻治理也同样如此。可见，关键问题在于效率的高低，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处理好生
产阶段和环境治理两阶段的效率问题，大多数经济增长模式都可以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性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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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再估计及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可持续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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